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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不少欧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相继下降到 1.3 以下，刷新了低生育
率的历史记录（Kohler 等，2002）；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总和生育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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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微观生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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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是多数低生育国家的政策选择，全面评估这
些政策的实施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现有国际经验研究
成果为基础，运用元分析方法对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进行二次分析，总结不同
类型的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
各国实施的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均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
促进效应，但其效应大小因具体情境而异。分孩次看，时间支持政策对二孩生育
有正向效应，服务支持政策对二孩和三孩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经济支持政
策对各孩次生育均无显著的影响。在生育率很低的（TFR＜1.5）国家，上述 3类政
策的效应均相对更大；在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的效
应更大；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显著更
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指出，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需要兼顾发展
阶段的特点和孩次全覆盖原则，未来一段时期内应注重服务和时间支持为主、经济
支持为辅的配套政策；同时，考虑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
于生育支持配套措施的成本分担比例，探索适合不同发展水平的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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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下降到 1.2左右。截至 2022 年，除南欧和东欧部分国家外，欧洲大部分国家总和生
育率回升至 1.5以上；而东亚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在经历短暂回升后再次保
持在 1.3以下①。面对低生育的发展困境，多数国家出台了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并逐步
建成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②体系和福利制度。各国的政策实践吸引了大量学者进行政策
效果检验和评估。

与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相比，使用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直接检验政策对微观个
体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更强的政策意义，近年来日益占据主流位置。在微观层
次的实证研究中，多数研究使用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大型截面调查或追踪调查数据，为理
解不同情境下各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实际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然而，由于这
些研究结果隐含了政策情境、研究对象、考察时期等方面的复杂差异（Neyer 等，2008），因
而其研究结论难以直接进行比较。
为了更好地梳理和整合国内外微观层次的实证研究发现，厘清不同类型政策的真实

效应，本文使用元分析方法对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进行二次分析，重点回答以下 3 个研
究问题：第一，哪些类型的家庭政策对微观个体的生育行为具有稳健的促进效应？第二，
不同类型的家庭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否在不同孩次存在系统性差异？第
三，不同类型的家庭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否因情境（如生育水平、福利水
平、性别平等程度）而异？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全面评估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也
有助于为构建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内涵和主要模式
本文考察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特指直接影响生育且旨在支持生育的政策，按照

其支持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 3类：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其中，经济支持政
策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时间支持政策包括产假、陪产假、家庭照护假、育儿假
等；服务支持政策包括政府为孕产妇提供备孕、孕产等不同阶段的健康管理服务，为不
同年龄段的婴幼儿提供的托育服务等（宋健、姜春云，2022）。

① 资料来源：世界生育数据库，网址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data/world-fertility-data。
② 生育支持政策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区别于以往的生育抑制政策，是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
景下提出的，为育龄人群和家庭提供有利于生育的各类支持和服务的一体化政策（宋健、阿里米热·阿
里木，2023）。家庭政策的意涵广泛，涵盖丰富的措施和福利，包括专门针对工作父母、单亲家庭、低
收入家庭或针对全部有孩子家庭的措施和福利（Gauthier，1996：1）。本文的元分析聚焦于家庭政策
与个体生育行为关系的国际文献，考虑到家庭政策也蕴含生育支持的理念（宋健、阿里米热·阿里
木，2023），为了忠于文献内容，同时凸显研究内容在中国的现实价值，故统一使用“生育支持型家
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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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主要模式及其特点

政策模式 总体福利水平 经济支持政策 服务支持政策 时间支持政策 代表性国家
北欧模式 福利水平较高、普 中等水平的现金补 支持力度大，公立服 产假、育儿假和家 比利时

惠，且以性别平等 贴，具有完善的现 务机构覆盖区域广，庭照护假处于平 丹麦
为政策价值导向 金转移支付与减税 保障时间长 均水平，国别差异 芬兰

体系 大；假期越长，休 冰岛
假期间工资支付 挪威
率越低 瑞典

部分倾向于支持 鼓励女性亲自照料 差异较大，根据就业 支付率高 德国
传统分工 幼儿 情况提供不同的托 爱尔兰

幼服务 法国
荷兰
卢森堡

低，政策碎片化， 工资支付率非常 意大利
缺乏政策最低收 高，可达到 60%～ 斯洛文尼亚
入保障 100% 西班牙

葡萄牙

低，向弱势群体 较低，弱势家庭得到 市场，同样对弱势 般，国别差异大 瑞士
（单亲、低收入等） 的补贴较多 家庭有明显倾斜 美国
家庭倾斜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保守主义模式 福利水平中上，大 现金支持力度较大，支持力度中等，国别 假期时间长，工资 奥地利

南欧模式 福利水平整体较 现金补贴水平较低 托幼支持力度较弱 假期时间不长， 希腊

自由主义模式 福利总体水平较 现金补贴水平总体 托幼支持主要依赖 假期福利水平一 英国

东欧模式 福利水平差异较 现金补贴总体水平 支持力度总体较弱，假期时长和工资 捷克
大，社会福利经历 中等 国家处于转型期 支付率都比较高，匈牙利
转型 处于转型期 波兰

东亚模式 福利水平差异较大 现金补贴较高，国 支持力度中等，服务 假期时长和工资 日本
别差异明显 投入较多 支付率一致，国别 韩国

差异小

注：基于 Gauthier（2002）、吴帆（2016）、朱荟和陆杰华（2021）、Thévenon（2011）的研究整理而成。

各国实施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具体类型与国家制度结构、人口发展形势密切相
关。有学者将欧洲和北美主要国家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归纳为 5种模式，本文在此基
础上补充了东亚模式，并增加了时间支持维度的信息，汇总信息详见表 1。在不同模式
之间，国家的总体福利水平、政策类型（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及时间支持）的侧重各有不
同。具体而言，北欧模式和保守主义模式的国家整体福利水平较高，但前者更侧重于服
务支持和时间支持，鼓励两性平等参与育儿；后者则侧重于现金支持和时间支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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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女性育儿。南欧模式、自由主义模式和东欧模式的总体福利水平较低，以经济支持
为主，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相对较弱。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对市场依赖较重，生育支持
型家庭政策更偏向于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东亚模式的国家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起
步较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其总体福利水平、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和时
间支持政策的内部差异较大。
（二）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效果评估
关于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评估，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但研究结论尚未达

成一致。既有文献主要基于 3类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一是宏观数据，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
1990～2010 年期间，大多采用国家或者地区层面的数据检验不同类型的政策对生育率的
影响（Thévenon，2011；Luci-Greulich 等，2013）；二是微观调查数据，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
2010 年至今，研究依托大型截面调查或追踪调查数据探究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个体
生育行为的关系（Lappegård，2010；Duvander 等，2019；Lee 等，2022）；三是调查实验数据，
近期有少数研究依托大型微观调查进行调查实验，以检验个体对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
的认知、态度及反应（Lui 等，2021；於嘉等，2023）。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中，分析单位多
为国家或地区，研究结论多聚焦在宏观生育指标上（如总和生育率），无法有效推断微观
个体的生育行为。相较之下，基于微观数据的结论直接反映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微观
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其政策指导意义更明确。基于调查实验数据的研究能够很好地控
制混淆因素的影响，但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文献数量少，且在政策类型、地区及时期维
度的覆盖范围还相对有限，因此难以直接纳入元分析。鉴于此，本文主要对基于微观数
据的研究成果（以下简称“微观研究”）进行文献汇总和分析。
现有文献中，微观研究成果数量丰富，但研究结论差异明显。从政策类型来看，关于

经济支持政策，Whittington（1992，1993）使用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与生
育相关的联邦税收减免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Schellekens（2009）使用以色
列普查数据发现，家庭生育津贴对不同胎次的生育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Rønsen（2004）
基于北欧国家瑞典、挪威和芬兰的研究则发现，经济支持政策对生育行为几乎没有影
响。关于时间支持政策，Averett 等（2001）基于美国的数据、Lappeggård（2010）基于北欧国
家的数据、Gerber 等（2012）基于俄罗斯的数据、Lee（2022）基于韩国的数据均发现，母亲
的产假和父亲的育儿假期对生育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然而，有研究发现，育儿假对
不同孩次的影响有差异（Rønsen，2004；Duvander 等，2019）；还有研究发现，育儿假对生
育行为没有影响或是负向影响（Duvander 等，2019）。关于服务支持政策，有学者发现以
托幼托育为主的育儿支持对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Del Boca，2002；Baizan，2009；
Wood 等，2019）；也有研究发现，育儿支持对不同孩次的影响存在差异，在部分孩次，政策
无效甚至存在抑制效应（Hank等，2003；Rønsen，2004）。此外，在不同福利制度、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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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情境下，不同类型的政策效果差异明显（Billingsley等，2014；Luci-Greulich等，2013；
张洋、李灵春，2023）。例如，Luci-Greulich等（2013）发现，经济补贴、有偿育儿假期、托育
服务的效果在北欧福利模式下更显著；张洋和李灵春（2023）发现，服务支持和时间支持
政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效果更明显。

本文选取以大型微观调查的截面或追踪数据为基础的微观研究成果，使用元分析
方法进行文献汇总和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包括：一是厘清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和时间
支持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二是区分不同孩次、不同现实情境（生育水平、福利水
平、性别平等程度）下政策效应的差异。通过这些研究，本文有以下 3 个方面的贡献：第
一，系统梳理了现有基于高质量的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成果，定量估计了筛选所得样
本国家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效应；第二，分析了政策效应在不同
孩次、不同现实情境下的异质性，对深入理解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具有学术价值；
第三，通过选取国内外已公开发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进行二次分析，有助于汇总既有研
究发现，并从中总结规律性知识，对完善和优化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具有指导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元分析方法及数据准备
元分析（meta analysis）是指将相同或相近主题的多项研究结果作为基础数据，运用

统计分析方法以获得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式（Stanley 等，2012:2）。本文关注的主题是生
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文献选取过程采用关键词组合的方式进行检
索和筛选。具体而言，使用“自变量 +因变量”的组合形式检索文献。其中，自变量主要使用
“pronatalist policy”“family policy”“fertility policy”“family-friendly policy”“financial incentives”
“cash benefits”“allowance”“tax”“child benefits”“maternity leave”“paternity leave”“parental
leave”“childcare”“daycare”等关键词；因变量主要涉及“ fertility decision”“parenthood”
“childbearing”“childlessness”“fertility behavior”等关键词。文献检索的范围包括 Web of
Science、JSTOR、Wiley Online Library、Scopus 和 Google Scholar 数据库，在文献检索的基础
上，为保证文献中研究发现的可比性，本文对检索结果按照以下 3 条标准进一步筛选：
第一，仅保留微观层面的定量研究成果；第二，保留以模型估计的发生比（OR）或相对风险
（RR）来衡量政策效应的研究成果；第三，保留有国别独立政策效应的研究成果，剔除同
时估计多个国家政策平均效应的研究，以便对不同情境下政策效应的异质性进行估计①。

① 由于涉及多个国家政策平均效应的研究难以直接测量其政策实施的现实情境，本文分析过程中剔除
了这类文献；本文也尝试将这些涉及多国样本的文献纳入分析，所得结论与文中汇报的主要结论无
明显差异，印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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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还补充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灰色
文献”，包括会议论文、工作论文、学位论文等，
以减少发表偏倚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通过筛选
和补充，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31篇。文献筛选流
程如图所示。

尽管文献数量的多少可能影响元分析对政
策效应估计的稳健性（Guolo 等，2017），但受研究
主题和研究设计等方面的限制，关于生育行为
特定影响因素的元分析实际能够使用的样本
数量通常较少。例如，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的 Matysiak 等（2008）基于以往的
29项研究进行元分析，检验生育与职业发展的
关系；发表在《Demography》的 Alderotti 等（2021）基于 49 项研究进行元分析，检验就业不
稳定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尽管样本量较小，这些研究依然为系统理解和评估政策效
应提供了有用的汇总知识。在本文最终保留的文献中，包含时间支持政策的效应值 26
个、服务支持政策的效应值 17 个、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值 7 个，能够满足具有可行性的
元分析对效应值数量要求的下限（Alderotti 等，2021），本文所得数据可以支持元分析。
表 2概括了元分析使用的文献中关于 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关系的
基本结论。
（二）变量处理与模型设置
在确定文献后，本文提取了文献中汇报或转换后的效应值、标准误、调查国家、调查

时间等信息。最终使用的文献发表时间范围为 1992～2022 年，其经验数据调查的时间
（本文所关注的“调查时间”）范围为 1977～2020 年，涵盖的国家有芬兰、挪威、瑞典、德
国、西班牙、英国、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比利时、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

本文使用随机效应元分析模型（random-effects meta-analysis model）进行分析（Hedges，
1983）。该模型假定所选文献中的效应值不同，是来自一个更大研究总体的随机样本。元
分析方法主要对不同研究的效应值（lnOR 或 lnRR）及其对应的标准误的集合｛（b1，s1），
（b2，s2），……，（bn，sn）｝进行分析。对于未报告标准误或其他对应统计指标（如 t 值或 p
值）的研究，本文借鉴 Stanley 等（2012：31）的做法进行处理，对未报告显著性且没有其
他细节可用的文献，将 p 值设置为固定值 0.5，对应的 t值为 0.67；对于仅标注显著性而
没有其他细节可用的文献，将 p 值小于 0.1、0.05、0.01 对应的 t 值分别设为 1.64、1.96、
2.58（李沛良，2001：391-392）。这些效应值与对应标准误的集合构成本文的核心被解释
变量。

图 文献筛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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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总结
政策维度 基本结论 相关研究

时间支持政策 整体有效论：不同类别的时间支持政 Averett 等（2001）；Lappegård（2010）；Gerber 等（2012）；
策整体上表现出生育促进效应 Lee（2022）；Deiters（2017）；Kim 等（2018）；Mussino

（2022）；Kim 等（2020）；Matysiak等（2014）
部分无效论：不同类别的时间支持政 Rønsen（2004）；Parr 等（2011）；Duvander 等（2019）；
策在不同孩次表现出无效或者生育抑 Schaffnit 等（2017）；Song等（2018）；Duvander 等（2010）；
制效应 Fahlén（2012）；Yoon（2017）

现出生育促进效应 （2019）；Wood（2019）
部分无效论：服务支持政策在不同孩 Hank等（2003）；Rønsen（2004）；Sinyavskaya（2010）；
次表现出无效或者生育抑制效应 Chang等（2018）

服务支持政策 整体有效论：服务支持政策整体上表 Del Boca（2002）；Baizan（2009）；Wood 等（2019）；Huber

经济支持政策 微弱有效论：不同类别的经济支持政 Whittington（1992）；Whittington（1993）；Schellekens（2009）；
策在不同孩次表现出微弱的生育促进 Biryukova 等（2016）；Pajunen（2012）；Erlandsson（2017）
效应
整体无效论：不同类别的经济支持政 Rønsen（2004）；Lappegård（2010）；Parr 等（2011）
策在不同孩次表现出无效或者生育
抑制效应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 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具体而言，本文将与时间支持相关的
育儿假、父亲假等政策统一界定为时间支持政策，将育儿津贴界定为经济支持政策，儿
童照料机构的可及性界定为服务支持政策。根据变量类型一致性原则以及最大限度地保
留具有可比性的效应值的准则，本文构造了时间支持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的虚拟变量①

（无 =0，有 =1），服务支持政策使用儿童照料机构覆盖率（childcare coverage）来衡量②。
此外，为了检验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是否受现实情境的调节，本文进一步结

合所提取的调查国家和调查时间构造政策情境变量，包括生育水平、福利水平和性别平
等程度。这些情境变量的具体构造思路如下。
首先，本文使用总和生育率（TFR）来衡量一国的总体生育水平，并代理反映其整体

生育环境。“低生育陷阱”假说认为当 TFR低于 1.5 时就会掉入陷阱并很难跳出（Lutz等，
2006），尽管这一假说受到诸多质疑，但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加之，TFR 是否低于 1.5
也是国际上关于“很低生育水平”的划分界限。据此，本文将各国按照 TFR是否低于 1.5

① 在所搜集的文献中，时间支持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的操作化方式不一，其中，使用虚拟变量测量的
研究汇报的效应值数量较多，且可比性更强；使用连续变量测量的研究存在测量尺度不统一、难以
直接比较等问题。故本文对这两类政策使用虚拟化测量方式。

② 在所搜集的文献中，服务支持政策均以儿童照料机构覆盖程度（childcare coverage）来衡量服务支持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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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样本数据的检验结果

注：上述结果为使用 stata18 软件估计所得，K 表示效应值个数；若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发表偏倚检验（Egger检验） 异质性检验（Q检验）
p值 95%置信区间 Q值 df p值

时间支持政策 26 0.413 ［-0.109，0.257］ 141.39 25 0.000
服务支持政策 17 0.146 ［-0.156，0.026］ 38.89 16 0.009
经济支持政策 7 0.085 ［-0.626，0.147］ 35.71 6 0.000

K类 别

① 根据研究关注的时期长短，对单年份的研究使用当年的比重值，多年份的跨时期研究使用对应年份
比重的均值。数据获取地址：https：//www.oecd.org/els/family/database.htm#public_policy.

② 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数据不包含在 OECD 家庭数据库中，本文将俄罗斯归入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东
欧模式中，在理论上将其划分为低福利水平国家。

③ 数据获取地址：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gender-statistics.

作为标准构建生育水平的虚拟变量，低于 1.5赋值为 0，等于或高于 1.5赋值为 1。
其次，结合各文献涵盖的“调查国家”和“调查时间”信息，本文使用各国的家庭福利

支出占 GDP的比重来衡量生育福利水平，代理反映其对家庭生育的支持力度；相应数据
来源于 OECD家庭数据库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各样本国家的家庭福利支出占 GDP的
比重计算均值，以此为参考构建各国福利水平的虚拟变量，低于均值的界定为福利水平
较低的国家②，赋值为 0，其余界定为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赋值为 1。

最后，鉴于性别平等程度也会影响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果（Billingsley等，2014；张
洋、李灵春，2023），本文使用各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性别平等指数来衡量其性别平等程
度，相应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性别统计（gender statistics）数据库③。对各样本国家的性
别平等程度计算均值，以此为参考构建性别平等程度虚拟变量，低于均值的界定为性别
平等程度较低，赋值为 0，其余界定为性别平等程度较高，赋值为 1。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可靠性检验
为了保证元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对选取的文献数据进行发表偏倚和异质性

检验。发表偏倚主要指研究考察的效应在统计学上显著的论文更有可能被发表的选择
性现象（Stanley 等，2012:52）。本文使用 Egger检验的结果显示，时间支持政策、服务支持
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对应截距的 p 值均大于 0.05（见表 3），说明本文使用的文献不存
在明显的发表偏倚问题。

异质性检验主要针对研究之间的差异性，即对多个独立样本之间的差异程度进行分
析。本文借鉴以往研究（Matysiak等，2008）的做法，使用 Q检验方法，结果显示（见表 3），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国际实践及其微观生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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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 Q检验均高度显著，拒绝样本不存在异质性的原假设。这表
明，3 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效应大小不同，且相应差异并非抽
样随机性所致，而是与其他结构性因素有关，因而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具有
合理性。
（二）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
表 4汇报了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元分析估计

结果。整体来看，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均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
中，时间支持、服务支持、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值分别为 1.130、1.042、1.225，表明有时
间支持政策、经济支持政策的情况下，个体生育行为的发生比分别提高 13.0%、22.5%，服
务支持每增加 1 个单位，个体生育行为的发生比增加 4.2%。这说明，从国际经验来看，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生育促进效应真实存在。
（三）分孩次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 5报告了 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分孩次的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由表 5 可见，各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孩次差异。具
体而言，时间支持政策
对二孩生育行为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效
应值为 1 .214；服务支
持政策对二孩和三孩
生育行为均有显著的
影响，相应效应值分别
为 1.048和 1.021；经济
支持政策对各孩次生
育行为的影响均不显
著。综合 3类支持政策
在不同孩次的效应来
看，服务支持和时间支
持政策均对二孩生育
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二
者对三孩生育的影响
相反，前者为促进，后
者则为抑制。这些政策
效应的异质性需要在

表 4 各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与个体生育行为关系的估计结果

注：效应值为 OR 值，后续表格中的效应值与此相同。

显著性
Z p值

时间支持政策 26 1.130 ［1.070，1.192］ 4.437 0.000
服务支持政策 17 1.042 ［1.020，1.065］ 3.829 0.000
经济支持政策 7 1.225 ［1.074，1.398］ 3.026 0.002

政 策 K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表 5 各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分孩次效应
显著性

Z p值
时间支持政策
一孩 5 1.097 ［0.996，1.208］ 1.874 0.061
二孩 16 1.214 ［1.131，1.303］ 5.357 0.000
三孩 5 0.949 ［0.910，0.990］ -2.421 0.015

服务支持政策
一孩 9 1.045 ［0.999，1.092］ 1.923 0.054
二孩 5 1.048 ［1.012，1.086］ 2.615 0.009
三孩 3 1.021 ［1.006，1.036］ 2.697 0.007

经济支持政策
一孩 2 0.698 ［0.273，1.786］ -0.750 0.453
二孩 3 1.403 ［0.947，2.080］ 1.687 0.092
三孩 2 1.330 ［0.873，2.027］ 1.329 0.184

K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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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设计和评估中予以关注。
（四）政策实施情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表 6汇报了不同情境下对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效应差异的检验结果，估计结果显示，

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会因生育水平、国家福利水平和性别平
等程度而呈现差异。

从生育水平来看，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在低生育率（TFR＜
1.5）国家更为明显，相应政策效应值分别为 1.291、1.052 和 1.485。对于低生育率国家，
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往往较低，提供优质的生育服务支持、实施凸显性别平等或鼓励男
性参与的时间支持政策，由此营造的家庭友好型政策氛围有助于增强政策对个人生育行
为的提升作用；经济支持政策有助于降低生育成本，从而强化政策对个人生育行为的促
进作用。综合来看，在生育率相对较低的国家，3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于提升个体生
育行为均具有更加明显的效应。在生育率较高的国家，3 类政策的效应也均显著为正，
其效应大小略低于同等情况下低生育率国家的政策效应。

从不同福利水
平的情境来看，时
间支持政策和服
务支持政策在低
福利水平国家的
效应值更大，分别
为 1.318和 1.045；
经济支持政策则
在高福利水平国家
的效应更加明显，
其效应值为 1.260。
在不同福利水平
的国家中，时间支
持和服务支持政
策均表现出显著
的正向效应，但二
者的效应均在福
利水平较低的国
家中更为明显。可
能的原因在于，福

表 6 不同情境下各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

显著性
Z p值

时间支持政策
TFR＜1.5 7 1.291 ［1.062，1.571］ 2.558 0.011
TFR≥1.5 19 1.096 ［1.039，1.157］ 3.337 0.001
福利水平高 19 1.091 ［1.035，1.149］ 3.264 0.001
福利水平低 7 1.318 ［1.062，1.635］ 2.506 0.012
性别平等程度较高 19 1.083 ［1.029，1.139］ 3.069 0.002
性别平等程度较低 7 1.350 ［1.096，1.662］ 2.823 0.005

服务支持政策
TFR＜1.5 6 1.052 ［1.021，1.084］ 3.322 0.001
TFR≥1.5 11 1.034 ［1.003，1.067］ 2.165 0.030
福利水平高 12 1.040 ［1.010，1.070］ 2.645 0.008
福利水平低 5 1.045 ［1.012，1.078］ 2.692 0.007
性别平等程度较高 12 1.044 ［1.021，1.068］ 3.794 0.000
性别平等程度较低 5 1.009 ［0.922，1.105］ 0.918 0.843

经济支持政策
TFR＜1.5 4 1.485 ［1.081，2.040］ 2.442 0.015
TFR≥1.5 3 1.069 ［1.033，1.106］ 3.824 0.000
福利水平高 4 1.260 ［1.093，1.452］ 3.188 0.001
福利水平低 3 0.996 ［0.570，1.740］ -0.014 0.989
性别平等程度较高 5 1.221 ［1.014，1.388］ 3.049 0.002
性别平等程度较低 2 0.838 ［0.203，3.459］ -0.244 0.807

K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政 策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国际实践及其微观生育效应

75



中国人口科学 2017年第 5期中国人口科学 2024年第 5期

利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个人对
自我实现的追求更强（茅倬彦等，2021），因而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
响相对较弱。对经济支持政策而言，其实施力度往往与国家福利水平密切相关，并受经济
发展水平的影响，因而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支持政策的实施力度相对有限，以致其
政策效应相对较小。

分性别平等程度来看，时间支持政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效应更为明显，其
效应值为 1.350；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效果更为明显，
相应效应值分别为 1.044和 1.221。究其原因，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社会，时间支持政策
表现出更强的正向影响，可能反映了相应时间支持政策包含父亲假、夫妻育儿假等具有
性别平等意涵的支持政策的综合影响，单纯强调女性育儿假的时间支持政策则可能产生
强化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的消极影响（计迎春、郑真真，2018）。相比之下，服务支持政策的
效应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更为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服务支持政策的“去家庭
化”属性相关，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通常更认同“家庭化”的托育模式，对市场化和公
共托育服务的接受度较低（马春华，2022）。此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经济支持政
策具有鲜明的家庭化导向，通过降低生育成本、鼓励女性回归家庭（朱荟、陆杰华，2021）；
相反，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支持政策有助于家庭通过购买正规化托育服务
降低育儿经济压力，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冲突，进而释放更大的生育促进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低生育率时期，其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
实践经验，学术界关于相应政策的效应评估也已初具规模，但研究结论比较零散，且存
在争议。为了厘清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使用元分析方法汇
总分析了 1992～2022 年发表的国际高质量的微观定量研究文献，检验并估计了时间支
持、服务支持、经济支持 3 类政策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政策效应，并探讨了相应政策
在不同现实情境下影响的差异。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整体来看，3类生育支持
型家庭政策均对个体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分孩次来看，时间支持政策对
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服务支持政策则对二孩和三孩生育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经济支持政策对所有孩次生育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3）从不同生育水平的国家来看，
3 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生育促进效应在低生育率国家更为明显，但在生育率较高
的国家相应政策效应也显著；（4）从不同福利水平的情境来看，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
策在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效应更为明显；（5）从不同性别平等程度的情境来看，服务支
持和经济支持政策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效应更为明显，时间支持政策则相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现阶段中国构建和完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具有一定借
鉴意义，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应当体现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性原则和孩次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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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原则，并兼顾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首先，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需要以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

政策为主，以经济支持政策为辅。由于目前中国生育率相对较低，2020 年的 TFR 仅为
1.3，生育支持政策建设刚刚起步，家庭福利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公共照料供给不足（马
春华，2022），子女教育和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措施处于探
索初期（茅倬彦、罗志华，2023），性别平等化水平与世界第一梯队国家仍有差距（吴帆、
刘立光，2020）。结合这些阶段性特征和本文关于不同现实情境的分析结果，时间支持、
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需要被有侧重地关注，未来整体上应该重视完善时间支持和服
务支持政策。例如，确保“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的每千人口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
位数达到 4.5个的目标高质量实现，完善涵盖父亲和母亲在内的注重性别平等的时间支
持政策。这一过程中，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的发展助推家庭福利水平和社会性别平
等程度的逐步提升；在后续发展阶段，充分发挥经济支持政策在较高福利水平和性别平
等水平情境下的突出作用。

其次，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体系的完善需要具有孩次全覆盖和差异性思维。本
文分孩次的分析结果表明，3 类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对一孩生育行为的效应较小，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应政策在一孩生育方面的投入不足或倾向性不够所致（房莉杰、陈慧
玲，2021；宋健、姜春云，2022）。结合中国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来看，近 20 年一孩生育率
呈现下降趋势，二孩生育率呈上升趋势并一度超过一孩生育率（陈卫，2021）。在这一人
口背景下，当前生育支持的政策实践并不完全合理，如在大部分地区（云南省、杭州市、
哈尔滨市、济南市和攀枝花等）现金补贴政策集中于二孩和三孩家庭（茅倬彦、罗志华，
2023）。生育政策的宽松化背后蕴含着生育权利回归“自主”（胡湛、彭希哲，2019），上述
逆向探索路径可能存在“鼓励多生”的行政色彩，但一孩生育行为的实现是后续孩次生
育的前提，仅仅聚焦于高孩次生育支持的效益较小且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在未来完
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将政策范畴拓展到一孩生育环节，并在整体上提
升不同孩次生育的配套支持水平，为承担抚幼责任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系统性的支持，从
而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最后，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完善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生育
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建设和完善是一项制度成本巨大的社会发展事业，有预测指出，2025
年中国仅生育津贴和托育事业常态化投入将高达约 2 823 亿元（史毅、韩润霖，2023）。
中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差异明显，不同地区与生育支持相关的政策投入力度存
在差异，导致各地区的家庭福利水平明显不同。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生育
支持型家庭政策的效应会因福利水平的高低而呈现异质性。因此，中国生育支持型家庭
政策的完善需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福利水平，明确中央
和地方的财政分担比例并根据地区发展水平动态调整。例如，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可以

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国际实践及其微观生育效应

77



中国人口科学 2017年第 5期中国人口科学 2024年第 5期

加大完善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的力度，辅之以经济支持政策，尤其侧重于对低孩次
的覆盖；在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可以在完善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
经济支持力度，侧重于低孩次覆盖的同时兼顾对高孩次的经济支持。不同地区发展水平
的差异能够为探索不同的政策组合提供“试验场”，福利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地
区进行的政策尝试，可以为福利水平和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地区提供前瞻性政策指导。

本文也存在不足。第一，本文检索所得的文献无法代表所有实施生育支持型家庭政
策的国家，尤其是关于亚洲国家的文献较少。由于现有文献大多认为日本、新加坡等亚
洲国家的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效果不佳（宋健、姜春云，2022），缺乏这些国家的研究可
能会导致高估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生育促进效应。第二，本文仅根据代表性政策估计
了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政策的效应。由于各类政策还包含其他政策内容（房
莉杰、陈慧玲，2021；宋健、姜春云，2022），受限于筛选所得文献的内容和数量（具体政策
缺失或研究数量不足），本文仅能依据代表性的政策进行估计。第三，现实中政策类型往
往以组合形式出现，已有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或聚类分析方法对相关政策的效果
进行组态评估（茅倬彦等，2021；张洋、李灵春，2023），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政策组合效应
的存在性，但尚未对微观层面生育行为及其效应进行确切的定量估计。考虑到元分析“忠
于原文”的特性，受限于获得的文献数量不足、政策内容单一等问题，本文未能估计组合
政策的效应。关于本文研究结果的解读，需要考虑上述局限。这些局限有待后续研究在
数据可得的情形下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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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Individuals' Fertility Behavio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Zhang Yang Jiang Chunyun Hu Bo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global empirical studies,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economic,
time, and service-based fertility-support policies on individual fertility behaviors, also exploring the variations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by total fertility rates (TFR), welfare levels, and gender equity levels. Results show that all the three types of
policies positively influence fertility behaviors. Time support impacts second birth, service support impacts second and
third birth, while economic support has no effect, irrespective of birth orders. Time and service support is more effective
in countries with TFR below 1.5 or with lower welfare levels. Service and economic support is more effective in countri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gender equity. Considering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design of family policies should consider
variations b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irth order, prioritizing service and time support with economic support as
supplementary.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adjusting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exploring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policies according to regional disparities.
Keywords: Fertility Support; Family Policy; Fertility Behavior; Me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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